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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噬：制度维⽣机制如何制造⾃⾝的合法性危机
不是制度的不同部分之间打架，⽽是制度的同⼀个动作在⾃⾝内部同时完

成了保护与伤害——这不是⽭盾，这是⾃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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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制度⾯临⼀种独特的困境：制度为维持⾃⾝运转和伦理权威⽽采取的管理动作，恰恰在消耗那些制度⽆法内⽣、却⼜赖以⽣存
的伦理资源。本⽂通过整合法哲学、道德⼼理学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资源，提出“伦理⾃噬”这⼀分析框架，将制度退化的根源锚定在“愧疚
⼯具被反转”这⼀特定机制上。研究表明，制度的两种基本命令形态——“强迫做好事”与“禁⽌做坏事”——预设了截然不同的主体伦理响
应模式：强迫性命令剥夺个体的道德判断权，⽽禁⽌性命令则为主体保留了⾃主愧疚的空间。然⽽，这⼀愧疚⾃检程序在制度运⾏中会发⽣⽅
向性反转：当制度通过“合规收编”（将裁决者个⼈判断纳⼊标准化考核）来维持执⾏链的稳定时，它⼀⽅⾯豁免了裁决者的个⼈⻛险以保障
制度的持续运转，另⼀⽅⾯却在同⼀动作中杀死了制度赖以⽣效的“个⼈担保”这⼀异质残余。被制度激活了愧疚能⼒的主体，最终将这项能
⼒⽤于攻击制度本⾝的合法性。本⽂进⼀步识别出这⼀悖论在法学、教育学、管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五种结构同构现象，并提出了⼀个可操作的
机制证伪设计：通过⽐较同⼀法律体系内多个法院在“担保制度化密度”上的⾃然变异，检验“伦理⾃噬”机制与“规则过载论”的竞争解释
⼒。这⼀框架超越了传统制度退化理论将衰败归因于外部冲击或内部僵化的单向叙事，揭⽰了制度坚固性与脆弱性的双向同源性——两者来⾃
同⼀组维⽣动作的不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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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1.1	问题的提出：制度完善为何加速合法性流失
当代社会⾯临⼀个令⼈困惑的经验事实：越是精密化的制度，似乎越容易陷⼊合法性危机。司法体系通过细化法官裁量标准来确保

“同案同判”的改⾰，却引发了法律从业者对“机械司法”的普遍不满；教育系统通过教师评价指标来保障教学质量的努⼒，反⽽催⽣了
教师的“道德正确疲劳”和实质教育的空⼼化；企业通过关键绩效指标管理来提升效率的制度设计，常常以产品质量的异化和员⼯职业荣
誉感的丧失为代价。这些现象并⾮孤⽴的组织失败个案，它们共享⼀个深层结构：制度为维持⾃⾝⽣命⼒所采取的标准动作——完善规
则、细化考核、收编异质资源——恰恰在消耗那些制度⽆法⾃我⽣成、却对其伦理权威⾄关重要的资源。
传统的制度理论在解释这类现象时，通常诉诸两种路径：⼀是“外部冲击论”，将制度衰败归因于技术变⾰、经济危机或政治突变等

外⽣变量；⼆是“内部僵化论”，⽤路径依赖、规则过载或官僚主义来解释制度的功能失调。这两种路径各⾃揭⽰了制度退化的部分真
相，但它们都⽆法解释⼀个关键的悖论性事实：在上述案例中，制度并⾮因外部冲击⽽被动衰退，也不是因墨守成规⽽丧失灵活性，恰恰
相反——它是在主动“完善⾃⾝”的过程中加速了合法性流失。制度的维⽣动作与蚀⽣结果之间，存在⼀种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内部因果
链。
本⽂将这⼀悖论凝缩为⼀个核⼼命题：制度⽤以维持⾃⾝伦理效⼒的核⼼⼯具（愧疚⾃检机制），会被制度⾃⾝的维⽣动作（合规收

编）转化为攻击制度合法性的扳机。我们将这⼀过程命名为“伦理⾃噬”，意指制度在管理其赖以⽣存的伦理资源时，恰好杀死了那些⽆
法被制度化的、却构成制度⽣命⼒来源的异质成分——正如免疫系统在过度反应时攻击⾃⾝健康的细胞。

1.2	问题的边界：强迫、禁⽌与制度伦理效⼒的来源
要理解伦理⾃噬的发⽣路径，⾸先需要回到⼀个看似基础却⻓期被忽视的问题：制度命令的形态本⾝，已经预设了不同的伦理主体响

应模式。⽇常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与“不许那样做”对⼈类道德⼼理的激活⽅式截然不同。当⼀种制度以“禁⽌做坏事”为基
本形态时，它在划出不可逾越的边界的同时，为主体留出了⾃主判断“何以为善”的空间，个体的愧疚⾃检⼯具因⽽处于活跃但⾃我管理
的状态。⽽当制度转向“强迫做好事”的形态时，它要求主体交出内在动机的评判权，被塞⼊⼀个标准化的“善”的模板——愧疚失去了
⾃我校准的对象，要么退化为对制度的依赖（“我做对了规定动作”），要么异化为对制度的反抗（“你凭什么替我定义什么算好”）。
本⽂将论证，正是禁⽌性命令所激活的这种“愧疚⾃检⼯具”，构成了制度伦理效⼒的核⼼来源——因为禁令的⽣效不仅依赖⽂本的

清晰性，更依赖裁决者和被约束者各⾃的伦理⾃律。⽽恰恰是这⼀⼯具，在制度的维⽣过程中会被反转⽅向：当制度为保障执⾏链的连续
运作⽽将裁决者的个⼈判断纳⼊标准化考核体系时，它⼀⽅⾯豁免了裁决者的个⼈⻛险从⽽保证了“可持续的执⾏”，另⼀⽅⾯却在同⼀
个动作⾥抽空了裁决者在规则⽂本失效的关键时刻所必需的“我⾃⼰也押上去”的伦理资源。被制度以禁⽌命令激活了愧疚能⼒的主体，



最终将这项能⼒⽤于攻击制度本⾝的合法性基础。

1.3	本⽂的理论⽬标与主要贡献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旨在达成三项⽬标。第⼀，在理论层⾯，建⽴⼀个能够同时解释制度的“坚固性”与“脆弱性”来⾃同⼀组

动作的双向同源框架——超越将制度退化归因于单⼀外因或内因的单向叙事。第⼆，在机制层⾯，精确锚定“愧疚⼯具反转”的发⽣条件
与因果链：命令形态的预设结构作为反噬的触发条件、担保的不可制度化属性作为反噬的靶⼼、制度演化的对称性断裂逻辑作为反噬的不
可逆性的解释。第三，在实证层⾯，提出⼀个可操作的机制证伪设计，允许研究者区分“伦理⾃噬”与“规则过载”这两种竞争解释，从
⽽将这⼀分析框架从理论建构推进到可接受经验检验的科学命题。
本⽂的主要贡献呈现在三个⽅⾯。理论贡献上，我们识别出⼀个未被既有⽂献以同⼀结构命名的悖论现象：不是“制度失效”，不是

“对抗性主体⽣成”，⽽是“制度⽤以维持伦理效⼒的核⼼⼯具，如何被制度⾃⾝的维⽣动作转化为攻击制度的扳机”。这⼀命题同时推
进了法哲学中关于“权威的悖论”的讨论、道德⼼理学中关于“愧疚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以及组织社会学中关于“制度退化”的分析。
经验贡献上，本⽂提供了跨越五个学科领域的结构同构案例（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初步验证了这⼀悖论的跨场景
可迁移性。⽅法论贡献上，本⽂展⽰了⼀种“可证伪的理论建构”路径——在提出理论的同时，明确指明何种经验证据可以推翻它，以此
回应社会科学中理论过多⽽裁决不⾜的困境。

1.4	论⽂结构
本⽂的论述将按以下顺序展开。第2节进⾏⽂献综述，在法哲学的权威悖论、道德⼼理学的愧疚机制、组织社会学的制度退化论三个

领域中定位本⽂的对话位置。第3节构建“伦理⾃噬”的理论框架，提出三个核⼼命题，并显式说明跨学科调⽤的有效性与边界。第4节详
述本⽂的分析⽅法论——概念分析与多学科结构同构⽐较的结合。第5节是论证的核⼼，分为三个⼦论点和综合讨论，逐⼀展开“命令形态
的预设结构”“担保的合规收编”“担保不对称的演化逻辑”三个⼦机制，并设置独⽴章节回应反驳预期。第6节给出本⽂的结论，包含
理论贡献的凝缩、实践含义、研究局限的诚实⾃陈，以及三个可⽣⻓的未来研究⽅向。最后，第6.6节单设“可证伪性检验”专节，完整
保留竞争解释排除的检验设计。

2	⽂献综述
本⽂的核⼼问题——制度维⽣动作为何导致伦理效⼒丧失——横跨三个研究传统：法哲学对“权威悖论”的讨论、道德⼼理学对“愧

疚”社会功能的探究、以及组织社会学对“制度退化”机制的分析。本节分别在每个传统中梳理其核⼼洞⻅与盲区，最终定位本⽂的理论
切⼊点。

2.1	法哲学中的权威悖论：强制与⾃主的张⼒
法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是法哲学的核⼼关切。⾃⻙伯（Weber）以来，法律社会学便区分了法律的“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正当性”

（Weber,	 1978）。这⼀区分揭⽰了⼀个根深蒂固的悖论：法律若要有效运⾏，必须借助外部强制；但若仅依靠强制，法律便不过是暴⼒
的⼀种形式，丧失了真正的权威。哈特（H.	L.	A.	Hart）的“内在视⻆”是这⼀讨论的⾥程碑：法律的规范性不仅来⾃制裁的威胁，更来
⾃⾄少部分社会成员对规则作为⾏为标准的“接受”（Hart,	1961）。后继学者如拉兹（Raz,	1986）提出“权威的服务性概念”，主张权
威的正当性在于它帮助个体更好地遵循那些本就适⽤于他们的理由，⽽⾮替代个体的实践理性。肖尔（Schauer,	 2015）则从“规则的强
制执⾏”⻆度指出，规则之所以有效，恰恰因为它不需要在每个个案中重新开启道德推理。
然⽽，这⼀传统在解释本⽂所关注的现象时存在两个盲区。其⼀，法哲学主要讨论法律义务的“来源”之正当性（为何应当守法），

较少触及法律命令的“形态”差异——禁⽌与强迫——如何预设了不同的主体响应模式，以及这种预设如何反过来塑造法律权威的可持续
性。其⼆，法哲学对“权威的衰落”的解释多诉诸外部因素（如社会整合的⽡解、价值多元主义的挑战），缺少对权威内部⾃毁机制的系
统分析。本⽂正是要补充这⼀内部视⻆：制度通过禁⽌命令激活了主体的愧疚⾃检⼯具，⽽这⼀⼯具在制度完善⾃⾝的过程中会发⽣⽅向
性反转。

2.2	道德⼼理学中的愧疚机制：从道德情感研究到“内在制裁”
道德情感作为⾏为调节的关键机制，在⼼理学和神经科学中得到了⼴泛研究。愧疚（guilt）与羞耻（shame）的区分是这⼀领域的

经典命题。刘易斯（Lewis,	 1971）率先指出，羞耻指向整体⾃我（“我做了坏事，所以我是⼀个坏⼈”），⽽愧疚指向具体⾏为（“我
做了⼀件坏事”），因此愧疚相较于羞耻更可能引发修复⾏为⽽⾮退缩。坦格尼和迪林（Tangney	&	Dearing,	2002）进⼀步发展了这⼀
区分，发现愧疚倾向与亲社会⾏为正相关，⽽羞耻倾向更常与外化愤怒和回避相关。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愧疚涉及前扣带⽪层和脑岛的激



活（Shin	 et	 al.,	 2000），这提⽰愧疚具有⼀种“内部警报”的功能——当个体感知到⾃⼰的⾏为与内化的道德标准偏离时，这套神经回
路被激活并驱动修正⾏为。
然⽽，道德情感研究的重⼼⼀直是“愧疚如何促进个体遵守规范”，⽽⾮“愧疚如何可能成为质疑规范本⾝的扳机”。换句话说，现

有研究将愧疚默认为制度内部的⼀个“约束⼯具”，其功能在于降低违规率。但本⽂关注的经验现象——被管理制度的伦理主体⽤制度⾃
⾝的伦理标准攻击制度——提⽰愧疚可能具有⼀种未被充分研究的“外部功能”：当个体将⾃⼰的⾏为与“本应如此”的标准进⾏⽐较
时，这项⽐较能⼒也可以被⽤于⽐较制度本⾝与它⾃⼰宣称的标准之间的距离。这是⼀个⽅向性反转：愧疚从“我审视⾃⼰是否够好”转
向“我审视这套让我觉得⾃⼰不够好的制度是否够好”。

2.3	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退化论：路径依赖与规则过载
制度退化是组织社会学的核⼼议题。该领域的主导解释框架经历了从“外部冲击论”到“内部⽭盾论”的转变。
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制度早期的偶然选择会⾃我强化，形成“锁死”效应。⽪尔逊（Pierson,	 2004）系统化了这⼀机制：制度设置使

退出成本递增，制度学习效应使替代路径难以想象，制度互补性使局部改⾰因与其他制度不兼容⽽失败。路径依赖论的核⼼解释变量是
“可选择路径范围的收窄”，其预测是：制度越是沿着某⼀路径发展，就越容易丧失适应外部变化的灵活性。然⽽，这⼀逻辑⽆法解释本
⽂关注的现象：在司法体系、教育系统、企业管理等案例中，制度的衰败并⾮因为选择太少⽽被锁死在次优路径上，恰恰相反——制度在
不断“拓宽”其规则覆盖范围、表现出⾼度的管理创新性。其衰败的动⼒不是来⾃外部变化的“不适应”，⽽是其维⽣动作本⾝在制造伤
害。
规则过载论从组织⾏为学的⻆度提出制度退化的另⼀路径：当规则密度超过个体的处理能⼒时，执⾏者会从“依规⾏事”滑向“应付

规则”。这⼀视⻆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得到⼴泛讨论（Bozeman,	2000）。规则过载论的核⼼变量是“规则密度”，其预测是：规则越多，
伦理判断的空间越受挤压，制度最终因执⾏僵化⽽衰败。这⼀逻辑较之路径依赖论更贴近本⽂的经验起点，但它仍将制度退化视为⼀种量
变的结果（“太多了”）⽽⾮质变的结果（“同⼀动作⽣成了相反的效果”）。本⽂的论点是：制度的伦理失败不是规则总量挤压了判断
空间，⽽是制度在收编那些⽆法被规则化的异质资源（裁断者的个⼈担保）时，通过“合规收编”这⼀具体动作把活的伦理判断变成了死
的管理标签。问题不是“太多”，⽽是“收编”这⼀动作本⾝具有消灭收编物的内在属性。
新制度主义的⽭盾论在以上两条路径的基础上，已开始注意到制度的内部⽭盾性。斯科特（Scott,	 2014）指出制度的规制、规范、⽂

化-认知三⼤⽀柱之间存在张⼒，瑟伦（Streeck	 &	 Thelen,	 2005）揭⽰了制度变迁中的渐进转型和内⽣的变⾰动⼒。这些研究为本⽂的
“内部⽭盾”视⻆提供了理论资源，但它们的分析仍停留在制度要素之间的“不相适应”或“摩擦”层⾯，未触及本⽂所锚定的那个特殊
机制：不是制度的不同部分之间打架，⽽是制度的同⼀个动作——为保护⾃⼰⽽收编异质资源——在⾃⾝内部同时完成了“保护”与“伤
害”两个效果。这不是⽭盾，这是⾃噬。

2.4	⽂献缺⼝的精确诊断与本⽂的定位
综合以上三个研究传统，本⽂识别出两个精确的⽂献缺⼝。
第⼀，在法哲学与道德⼼理学的交叉处，缺少对“制度形态与愧疚⽅向”的匹配性分析。法律理论关注命令的正当性⽽不关注命令形

态如何塑造主体的道德情感结构，道德⼼理学关注愧疚的个体功能⽽不关注愧疚如何被不同制度形态激活并可能反转⽅向。本⽂将这两个
领域咬合在⼀起，提出“命令形态预设愧疚⽅向”的命题。
第⼆，在组织社会学的制度退化论中，缺少对“维⽣动作即蚀⽣动作”这⼀⾃噬类机制的理论化。现有理论要么将退化归因于外部冲

击，要么归因于内部僵化或规则过载，都⽆法解释制度在“主动完善⾃⾝”时为何反⽽加速衰败。本⽂以“担保的合规收编”与“担保的
不对称性演化”为核⼼机制，填补这⼀理论空⽩——退化不是制度被撞坏了，是制度⾃⼰在修⾃⼰的过程中拆掉了承重墙。
基于上述诊断，本⽂的理论定位如下：在法哲学的权威悖论与道德⼼理学的愧疚机制之间，建⽴制度形态的中介分析；在组织社会学

的退化论中，引⼊⼀条新的机制路径——“伦理⾃噬”，⽤以解释制度的坚固性与脆弱性如何来⾃同⼀来源。

3	理论框架
本节给出“伦理⾃噬”理论的完整结构：⾸先定义三个核⼼概念，然后提出三个环环相扣的命题，最后显式说明本⽂跨学科调⽤的实

质咬合基础与有效边界。

3.1	核⼼概念的操作化定义
命令形态：制度向主体传递⾏为规范的语法形式。本⽂区分两种基本形态——“禁⽌性命令”（“不许做X”）仅划出不可逾越的边



界，为主体保留⾃主判断“何以为善”的空间；“强制性期待型命令”（“必须做Y”）要求主体交出内在动机的评判权，被嵌⼊标准化
的预设中。两种形态的核⼼差异不在⾏为要求的内容，⽽在其对主体愧疚⼯具有截然不同的激活模式。
担保：禁令⽣效所依赖的、裁决者本⼈承担伦理⻛险的个⼈判断。担保的核⼼属性是“不可制度化”——它⽆法被写进制度⽂本保存

并被标准化复制，因为它本质上是裁决者在特定情境中⽤⾃⾝信誉或⻛险“押在判断上”的⾝位性动作。担保是制度⽆法内⽣⽣产的“异
质残余”，只能由具体的、可受伤的个体在具体的情境中提供。
「不可制度化」这⼀属性必须与两个极近的既有概念划清界线，否则本⽂的核⼼命题会被认为只是它们的重新包装。其⼀是默会知

识。波兰尼所指出的那类知识——我们知道的⽐我们能说出来的多——其定义性特征正是不可被完全形式化编码，这与担保的不可制度化
在表⾯上⼏乎重合。但两者的不可编码性来源不同：默会知识之所以说不出，是因为它的载体是⻓期练习积累的⾝体技能，其障碍是表达
上的；⽽担保之所以不能被写进制度，不是因为它难以描述——「我为这个判断承担后果」这句话⾮常好写——⽽是因为⼀旦它被写成必
须履⾏的条款，承担后果这件事就从裁决者⾃⼰决定的动作变成了被指派的动作，它的伦理重量恰恰来⾃「没有⼈要求他这么做」，其障
碍是性质上的。默会知识被写下来只是损失了精度，担保被写下来则改变了种类。其⼆是古德哈特定律：当⼀项指标成为⽬标，它就不再
是⼀个好指标。这条定律描述的是被测量者的策略性反应——⼈们会针对指标优化，从⽽使指标与它原本代理的东西脱钩。本⽂所论的收
编要更深⼀层：它不需要任何⼈做出策略性反应就已经完成了。即便所有法官都完全真诚、没有任何⼀个⼈为考核⽽调整⾏为，「我以我
⾃⾝担保这个判断」在被写进考核维度的那⼀刻，也已经变成了「我完成了⼀项合规判断」——性质的转换发⽣在指标设⽴的瞬间，⽽不
是发⽣在被测量者开始博弈之后。古德哈特定律解释的是指标为什么会失真，本⽂解释的是某⼀类被测对象为什么在被测量的同时就已经
不存在了。
愧疚⼯具的反噬：制度的禁⽌命令在主体内部激活了愧疚⾃检程序——“我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这项⾃检能⼒在制度运⾏中

可以发⽣⽅向性反转，⾃检对象从“⾃⾝是否违规”转向“制度⾃⾝是否够好”。反噬的发⽣条件是：制度在试图通过合规收编来维持执
⾏链的稳定性时，恰好暴露了制度⾃⾝与被激活的主体的愧疚标准之间的差距。

3.2	三个核⼼命题
命题1（命令形态的预设结构）：“禁⽌做坏事”与“强迫做好事”两种命令形态，预设了截然不同的伦理主体位置。禁⽌性命令通

过划出边界的⽅式，将“何以为善”的判断权交还给主体⾃⾝，因⽽激活主体内部的愧疚⾃检⼯具并使其保持⾃我管理的状态。强制性期
待型命令则要求主体交出评判权，被纳⼊标准化的预设中，从⽽使愧疚退化为对外部标准的依附或拒绝。因此，制度的伦理效⼒在禁⽌性
命令形态下更⾼——因为禁令的⽣效需要被约束者在愧疚的驱动下主动参与。
命题2（担保的合规收编悖论）：禁令⽣效不仅依赖规则的清晰性，更依赖裁决者以个⼈⾝份押上的“担保”。这⼀担保是制度⽆法

⾃我⽣产的异质残余，只能由可受伤的具体个体提供。当制度出于维持执⾏链稳定的需要，将这⼀担保残余“收编”⼊标准化管理体系
（如制定细化裁量权的考核指标）时，收编这⼀动作本⾝会杀死收编物——因为在被指标化的瞬间，担保从活的情境化伦理判断变成了死
的合规标签。担保的性质被转换，⽽不是被保存。这就是“维⽣即蚀⽣”的原型操作。
命题3（担保不对称性的演化逻辑）：制度在演化过程中，为保障执⾏者的持续、安全运转，逐步豁免裁决者的个⼈⻛险（⽤职业⾝

份担保替代个⼈⾝体担保）。这⼀“保护”动作创造了“可持续的执⾏者”，但同时抽空了裁决者在规则⽂本失效的极限时刻所必需的
“我⾃⼰也押上去”的判断资源。这种担保不对称性使制度能够在常态下⾼效运⾏，但在⾯临规则⽂本⽆法覆盖的临界情境时，执⾏者发
现⾃⼰⼿中只剩下规则⽂本，任何超越规则⽂本做出判断所需的伦理资源已被制度⾃⾝的保护动作预先拆解。
三个命题之间存在严密的因果链条。命题1给出反噬的“弹药”——愧疚⼯具被禁⽌命令激活并交到主体⼿中。命题2给出反噬的“靶

⼼”——制度收编担保的动作暴露了制度⾃⾝与它所宣称的伦理标准之间的裂隙。命题3给出反噬的“不可逆性”——制度⾃⾝在每⼀次
“完善”改⾰中都在加速这⼀过程的进程，因为完善改⾰的实质往往是更深、更系统性地收编残余担保。

3.3	跨学科理论调⽤的实质咬合基础与边界
本理论框架同时调⽤了法哲学、道德⼼理学和组织社会学三个学科的理论资源。这⾥显式说明跨学科调⽤的有效性基础，以避免“装

饰性引⽤”的嫌疑。
法哲学的调⽤基础与边界。本⽂从法哲学调⽤的核⼼资源是“权威的悖论”——法律若要有效需借助强制，但强制⼜消解法律作为权

威的规范性。这⼀逻辑与本⽂机制的实质咬合点在于结构同构：法律权威的悖论是外在强制与内在接受之间的张⼒，⽽本⽂的“伦理⾃
噬”是制度的标准化管理与不可被标准化的担保之间的张⼒。两者都是“制度⾃⾝的有效性条件与制度⾃⾝的管理动作相冲突”这个⺟题
下的⼦代。有效调⽤边界在于：法哲学主要处理“应然”层⾯的正当性问题（权威为什么值得被服从），本⽂则处理“实然”层⾯的机制
问题（权威为什么在实际运⾏中衰落）。这两个层⾯不可直接互推。
道德⼼理学的调⽤基础与边界。本⽂从道德⼼理学调⽤的核⼼资源是“愧疚的内部⾃检功能”——愧疚驱动个体对照内化的道德标准



修正⾏为。该资源的实质咬合点在于可迁移性：愧疚的社会功能不限于个体内部，它同样可以被“外部对象”激活和反向应⽤——制度本
⾝也可以成为愧疚⾃检的对象。有效调⽤边界在于：道德⼼理学研究的是愧疚的普遍⼼理机制，⽽本⽂研究的是制度形态对这⼀机制的不
同激活⽅式以及激活后的⽅向反转。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但并⾮充分条件——制度形态的中介作⽤是本⽂的独有贡献，不能从道德⼼
理学直接推导出来。
组织社会学的调⽤基础与边界。本⽂从组织社会学调⽤的核⼼资源是“制度退化的内⽣性”——路径依赖与规则过载都揭⽰了退化可

以不需要外⼒⽽来⾃制度⾃⾝的运作。该资源的实质咬合点在于共同的前提：退化可以是内⽣的。本⽂在此基础上提出⼀条新的内⽣退化
路径——不是在数量上“太多”或选择上“太窄”，⽽是在性质上每⼀个维⽣动作⽤于异质资源时都在同时执⾏蚀⽣。有效调⽤边界在
于：路径依赖与规则过载仍然将退化链接到“量变”（路径范围、规则密度），⽽本⽂讨论的是“质变”——收编这个动作本⾝的属性。
不能将本⽂的机制视为规则过载论的⼀个⼦类。

4	⽅法论
本章说明本⽂的论证⽅法及其局限性。本⽂主要采⽤概念分析与多学科结构同构⽐较相结合的路径，属于理论建构型研究，⽽⾮实证

检验型研究。

4.1	研究设计：理论建构型的概念分析
本⽂的核⼼研究任务是提出⼀个尚未被既有⽂献以同⼀结构命名的理论机制——“伦理⾃噬”。这⼀任务的性质决定了其⽅法论路径

应是理论建构⽽⾮经验检验：研究⽬标不是⽤数据去“检验”⼀个已有假设，⽽是通过概念分析与逻辑推演去“⽣成”⼀个新的假设路
径，并给出可供后续实证研究使⽤的检验设计。
具体⽽⾔，本⽂的分析逻辑包括四个步骤。第⼀步，概念区分：将“命令形态”（禁⽌/强迫）作为独⽴的分析维度从法哲学的权威讨

论中切出，将“担保”从制度执⾏的条件变量中切出，将“愧疚反转”从个体道德情感研究中切出。第⼆步，机制链建构：将上述三个概
念⽤因果逻辑串联为“命令形态激活愧疚⾃检→制度收编担保以维⽣→收编杀死担保、愧疚被反转⽅向”的完整链条。第三步，竞争解释
排除：从既有理论中识别出对本现象最具解释⼒的竞争假设（规则过载论），并对⽐说明两个机制在预测⽅向和因果路径上的差异。第四
步，可证伪条件设计：提出⼀个可操作的检验设计，在控制竞争解释的变量后，若本⽂机制独有变量与因变量之间不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则本⽂理论为伪。

4.2	分析策略：多学科结构同构⽐较
为初步验证“伦理⾃噬”机制不是特定学科领域的偶然发现，⽽是具有跨场景的可迁移性，本⽂采⽤“多学科结构同构⽐较”策略。

操作⽅法是：在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五个领域中，各⾃识别出⼀个与本⽂理论机制具有相同结构内核的经验现象——
即制度的维⽣动作（完善规则/指标化/收编⾮正式实践）导致蚀⽣结果（伦理效⼒丧失/基本功能的实质异化）——并逐⼀说明同构性所在
与学科特异性所在。这⼀策略的⽬的不是⽤五个案例“证明”理论为真（个案数量不⾜以建⽴因果推断），⽽是展⽰该机制在不同制度环
境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模式——这构成了理论可迁移的初步证据。

4.3	⽅法局限的预先承认
本⽂的⽅法论存在三个主要局限，需要在论证过程中诚实⾯对。其⼀，理论建构阶段的概念分析对机制内部的逻辑⾃洽性可以给出较

为严密的论证，但⽆法替代后续的经验实证。本⽂在可证伪条件设计中提出的N≥12法院的⽐较设计，只是“可被检验”的承诺⽽⾮“已
被检验”的结论。其⼆，多学科结构同构⽐较虽然展⽰了机制的跨域可迁移性，但由于各学科案例是作者基于⽂本资料建构的“理想型抽
象”⽽⾮第⼀⼿经验研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只选取了⽀撑理论的案例⽽忽略了反例。这⼀局限的应对策略是：在下⽂的综合讨论
中主动考虑可能的反例场景，并给出“如果存在反例，本⽂机制应如何调整”的说明。其三，本⽂的三个核⼼命题⽬前主要以逻辑推演和
说明性案例⽀撑，尚未经过系统的⽐较个案研究或定量检验。这意味着本⽂产出的不是“已被验证的理论”，⽽是“可供检验的命题”；
其学术价值在于提出了⼀个更精确的假说，⽽⾮提供了⼀个被验证的解释。

5	分析与讨论
这是本⽂的核⼼论证部分。前三节（5.1-5.3）逐⼀展开三个核⼼命题的完整论证；5.4节主动设置反驳预期并予以回应；5.5节进⾏综

合讨论，将三个命题整合为统⼀机制，并与竞争解释做系统性⽐较。

5.1	命令形态的预设结构：禁⽌如何激活愧疚的⾃反潜能



任何制度命令都不只是对特定⾏为做出“应当”或“不得”的指⽰，它同时向被命令者传递了⼀个隐晦的关于“你是什么样的⼈”的
预设。禁⽌性命令——“你不得杀⼈”——预设了⼀个有能⼒理解这⼀边界、有能⼒控制⾃⼰不跨越这⼀边界、并被信任有充⾜的内在资
源去判断“何以为善”的主体。强制性期待型命令——“你要乐于助⼈”——则预设了⼀个需要被告诉什么是善、且其内在动机评判不⾜
为主体保留判断权的主体。
这⼀区分的实质不在于命令内容的严厉程度——某些强制性命令可能⽐禁⽌性命令更严苛——⽽在于命令对主体愧疚⼯具的不同激活

模式。愧疚是⼀种内部⾃检程序：当个体感知到⾃⼰的⾏为与⾃⼰内化的道德标准之间存在差距时，愧疚被激活并驱动修正⾏为。禁⽌性
命令恰好为这⼀⾃检程序提供了操作空间：它给出的是什么“不”能做，但没有代替主体决定什么“该”做。这要求主体在每⼀次⾯临选
择时都重新启动⾃⼰的道德判断，并在判断可能的失误后⾯对愧疚驱动的修正。强制性命令则相反：它为主体提供了“善”的标准答案，
好的⾏为被预定，坏的偏离也被预定。主体只需将⾃⾝⾏为与外部标准对照，偏差即是错、符合即是对——这恰恰是羞耻⽽⾮愧疚的运作
模式。在羞耻模式下，“我做得不够好”并⾮导向⾃主的修正努⼒，⽽是导向对外部标准的依附或对标准的憎恨。
由此可以得到“愧疚⼯具的反噬”的第⼀环：禁⽌性命令所激活的愧疚⾃检程序，具有⽅向性不锁定的属性。⾃检动作本⾝是形式中

⽴的——它是“我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与“我是否本应做得更好”之间的⾃我⽐较——⽽这项⽐较能⼒可以脱离原初的⽬标对象（⾃⾝
⾏为是否违规）⽽应⽤于任何被主体关切的对象上。最关键的迁移是：主体可以开始⽤这项能⼒去⽐较制度宣称的道德标准与制度实际兑
现的道德标准之间的距离。“你说不许我偷盗，你把你⾃⼰的执⾏者保护到连为我主持公道时都不需要押上⾃⼰⼀份——那你⾃⼰的标准
在哪⾥？”这不是主体在外部攻击制度，这是主体⽤制度⾃⼰交给他的内部⼯具在制度内部撕出裂⼝。

5.2	担保的合规收编：制度维持⾃⾝的动作如何歼灭异质残余
禁令⽣效并⾮单纯依赖⽂本的清晰性与制裁的确定性。⼀项禁令之所以能够让被约束者在内在道德情感层⾯感到“我不该这样做”⽽

不仅仅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会受罚”，依赖的是⼀个隐蔽但关键的条件：裁决者本⼈承担了“我以我⾃⾝的信誉或⻛险押在这个判断
上”的⾝位性动作。传统社会中，⼀位⻓者的“你不该做这件事”之所以具有道德分量，不仅因为他说出了规则，更因为在说出的同时，
他将⾃⼰的威望、与听者的关系、甚⾄⾃⼰在社区中的安全押在了这⼀判断上。如果他的判断被证明偏私或不公，受伤的不只是规则——
他⾃⼰也要承担后果。这就是“担保”的本源形态。
担保的根本属性是“不可制度化”。它之所以能承载伦理重量，正因为它⽆法被事先写成标准⽂本，⽆法被纳⼊考核表格，⽆法在脱

离具体情境和具体裁决者的⾝体之后仍然存活。试图将担保“制度化”——即将其转化为可管理的、可考核的、可复制的内容——是收编
⽽⾮保存。当法院出台内部规范将“法官裁量权的审慎⾏使”细化为五个评分维度、每个维度三个等级时，发⽣的不只是管理精细度的提
升。发⽣的是担保的质变：此前法官在个案中做出的“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为此负责”的个⼈押注⾏为，此后变成了“我按内部
考核要求完成了⼀项合规判断”的组织任务。担保的“⾝体性”——那种“我以⾃⾝作为担保物”的⻛险暴露——在前⼀种情况下在场，
在后⼀种情况下被抽离。担保被保存了形式，却失去了实质。
这就是“维⽣即蚀⽣”最浓缩的操作原型。制度的维⽣动作——细化裁量标准以保障“同案同判”、减轻个别法官被追责的⻛险、使

执⾏链可复制和可持续——其效果是真实的。制度确实因此更稳定、更可管理。但蚀⽣在同⼀动作⾥完成：由于被收编的担保残余恰是制
度稳定性来源中不可被⾃⾝⽣产的那⼀部分，收编本⾝就在消灭收编物。每项旨在“保存”担保的合规指标，都在把担保推得更远。⽽由
于这⼀蚀⽣过程以“完善制度”的形式出现，制度的每⼀次⾃我强化都加速了蚀⽣——制度很难在这⼀悖论中刹⻋，因为刹⻋本⾝也意味
着停⽌“完善”，⽽“停⽌完善”在制度内部的评价逻辑中就是退步。

5.3	担保不对称性的演化逻辑：执⾏者如何在被保护中丧失判断资源
禁令的担保结构在制度化演进中经历了⼀次关键的断裂。在⼝头传统或早期法律共同体中，担保是⼤致对称的：裁决者⽤⾃⼰的⾝体

或社会信誉担保裁决的公正性，同时被约束者⽤⾃⼰的⾝体或社会信誉担保⾃⼰遵守裁决。裁决者与被约束者都在同⼀个担保机制中暴露
于⻛险。⽽现代法律体系的⼀个核⼼制度成就是将裁决者从个⼈担保中解放出来——⽤职业⾝份担保取代个⼈⾝体担保：法官判案不需要
拿⾃⼰的⾝家性命做押注，他的判决即使后来被证明错误，职业⾝份本⾝的存续（在多数情况下）也不受威胁。
制度这么做的理由⼗分正当：保护裁决者免于因裁决⽽受个⼈报复、确保裁决可以不带个⼈恐惧地做出、使法官能够独⽴地基于法律

⽽⾮基于⼈际关系判决。这确实极⼤地提⾼了法律系统的稳定性和可复制性——维⽣动作有效。但同时，这⼀“保护”也在裁决者的伦理
判断⼒中制造了⼀个空腔：当规则⽂本清晰、适⽤明确时，职业⾝份担保⾜以⽀持判断。但当规则⽂本失效或产⽣荒谬结论的临界时刻
——那种“按法条应该这样判，但任何⼀个没有被制度抽空伦理直觉的⼈都看得出来这是荒唐”的情境——裁决者发现⾃⼰没有可押的⾃
⾝。他的⾝体受制度保护不暴露于⻛险，但恰恰因为不暴露于⻛险，他失去了⽤来抵抗制度⽂本荒谬性的唯⼀资源：他不能说“我以我⾃
⾝担保这个条⽂的这种适⽤⽅式是错的”，因为“我以我⾃⾝担保”这个句式在他的职业伦理中已被撤销。
担保不对称性构成了伦理⾃噬链条的最后⼀个环节：它解释了为什么这⼀悖论是系统性的⽽⾮偶然的，为什么制度不会从⾃⼰的失败



中学习⽽纠正。因为每⼀次“纠正”——加强法官培训、细化裁量标准、追加考核指标——都恰恰在进⼀步掏空执⾏者⼿中可⽤于超越规
则⽂本的残余担保。完善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解决⽅案的名义下推进问题。制度在⻓期演化中，为⾃⼰制造了⼀群⾼效、可持续、但
⼿⽆⼨铁的裁决者——⽽这个“⾼效可持续”正是蚀⽣的最终代价。

5.4	反驳预期与回应
本节主动设置三项对本⽂核⼼论点的有⼒反驳，并逐⼀回应。
反驳⼀：这不过是“规则过载”的另⼀种表述。制度出的问题不是收编，⽽是规则太多了，任何把裁量权纳⼊考核的做法只是在增加

规则量——真正起作⽤的是规则密度⽽⾮收编动作本⾝。
回应：本⽂承认规则过载是制度退化的⼀个重要路径，但伦理⾃噬机制指向的是⼀个独⽴于规则密度的因果环节。核⼼区隔在于因果

路径的差异。规则过载论的因果链是“规则太多→处理不了→执⾏⾛样”，其驱动⼒是认知负担超限所致的被动失效。伦理⾃噬的因果链
是“制度收编异质担保→收编动作本⾝性质转换了被收编物的属性→伦理资源死亡”，其驱动⼒是维⽣动作本⾝包含的歼灭效应，且失效
在规则执⾏层⾯上可能表现为“⼀切合规”——执⾏⾛样不是因⽆能⽽是因过分精准。如果伦理⾃噬机制为真，则我们应当在经验上观察
到：在控制了规则密度之后，担保制度化密度（收编强度）仍独⽴地与逆向愧疚爆破率正相关。这⼀预测将在结论部分转化为可操作的检
验设计。如果未来的实证检验发现这⼀独⽴相关关系不成⽴，本⽂坦然接受被证伪并将制度退化归⼊规则过载论的管辖范围。
反驳⼆：本⽂夸⼤了裁决者担保的重要性。如果裁量权越⼤、越依赖个⼈担保的制度事实上越不可靠——这正是现代司法制度⽤规则

拘束裁量权的原因。本理论似乎是在倡导回到⼈治。
回应：这是⼀个重要的误解防范。本⽂的分析⽬标不是政策倡导——不是在说“应该回到个⼈担保⽽不应该使⽤规则拘束”。本⽂的

分析⽬标是机制解释——在说“当制度⽤规则收编个⼈担保时，它同时发⽣了什么呢？”本⽂承认规则拘束裁量权带来的稳定性和可复制
性收益是真实的，并且其价值在许多情境中⾼于被牺牲的个⼈担保。本⽂指出的只是：这个牺牲是真实发⽣的，不能假装担保被“保存”
在规则⾥⽽没丢；如果某⼀天在某些临界情境中制度因缺少担保⽽失效，这种失效不是由于外部偶然冲击，⽽是制度⾃⾝的维⽣动作所必
然积累的结构性空腔。理解这⼀机制，并不等于倡导撤销规则回到⼈治——正如理解免疫系统的⾃噬不等于倡导停掉免疫系统。理解是为
了更准确地评估在何种情境下担保的收编代价已经超出其收益，以及是否可能存在不通过“收编”⽽通过“保护其不被收编”的⽅式来保
有残余担保。
反驳三：本⽂过度依赖愧疚这⼀特定道德情感，⽽不同⽂化中对同⼀命令形态的情感响应可能完全不同。西⽅的愧疚⽂化与东⽅的羞

耻⽂化存在根本差异，理论的⽂化边界不清。
回应：本⽂承认愧疚与羞耻的跨⽂化差异是⼀个重要变量，且确实限制了本⽂机制的适⽤边界。本⽂的回应分两步。第⼀步，重新明

确本⽂所锚定的“愧疚”不是特定⽂化的⽇常情感倾向，⽽是由禁⽌性命令的预设结构所激活的“⾃检程序”——“我是否做了不该做的
事”。这⼀⾃检程序在形式上是跨⽂化可操作的：只要⼀个制度采⽤禁⽌性命令形态并向被约束者传递“判断权在你”的预设，就会刺激
这种⾃检启动。不同⽂化可以给出不同的命名（愧疚/内疚/良⼼不安），其情感⾊调和应对策略也可以不同，但“将⾃我与标准做⽐较”
这个抽象操作是⼀致的。第⼆步，承认本⽂的论证材料和说明性案例集中于中国与欧美的法律与教育制度，确实不⾜以覆盖更⼴泛的⽂化
变异。这意味着本⽂的命题3——关于担保不对称性的演化逻辑——可能在不同法律传统（如伊斯兰法、习惯法主导的体系）中有不同的表
现形态甚⾄不成⽴。这⼀局限需要在未来研究中通过跨⽂化⽐较个案研究来处理。

5.5	综合讨论：伦理⾃噬的完整链条与理论意义
将5.1到5.3节的三个命题串联起来，伦理⾃噬的完整链条如下。第⼀阶段，制度采⽤禁⽌性命令形态，在划定⾏为边界的同时将“何

以为善”的判断权交还给主体，激活主体内部的愧疚⾃检⼯具。这⼀阶段是制度伦理效⼒的来源——因为禁令的⽣效需要被约束者在愧疚
驱动下主动参与⾃我约束。第⼆阶段，制度为维持执⾏链的稳定与可复制，通过对裁决者个⼈判断进⾏标准化收编来降低执⾏⻛险和裁量
偏差。这⼀维⽣动作在提升执⾏效率的同时，将裁决者的个⼈担保从活的情境化伦理判断转化为死的合规标签——性质转换⽽⾮保存。第
三阶段，被第⼀阶段激活了愧疚⾃检⼯具的主体，在第⼆阶段中看到了制度⾃⾝的⾏为与制度所宣称的伦理标准之间的裂隙，将愧疚⾃检
能⼒的⽅向从“审视⾃⾝是否违规”反转为“审视制度是否够好”——逆向愧疚爆破发⽣。第四阶段，制度在每⼀次通过“完善规则”来
应对新的合法性挑战时，实质上是进⼀步深化了对残余担保的收编。这导致担保不对称性加剧，执⾏者⼿中的判断资源进⼀步被掏空，制
度越来越依赖规则⽂本，也越来越暴露于规则⽂本失效临界时刻的崩溃⻛险——不可逆的蚀⽣循环由此形成。
这⼀机制的深层理论意义在于它揭⽰了制度坚固性与脆弱性的双向同源性。这⼀制度的坚固性来⾃何处？来⾃禁⽌命令对主体伦理⾃

律的激活，来⾃规则化执⾏对执⾏链稳定的保障，来⾃对执⾏者的保护使其能够不带恐惧地履职。这些都在常规运⾏中真正有效。制度的
脆弱性来⾃何处？来⾃同⼀组动作的另⼀侧⾯：禁⽌命令激活的愧疚可以反转⽅向，规则化收编杀死担保，对执⾏者的保护抽空其判断资
源。坚固与脆弱的来源完全相同，区别只是观察的时刻：常规状态看⼀⾯，极限状态看另⼀⾯，但机制在运⾏之初就已经双⾯俱在。



这种双向同源逻辑使我们可以重新评估制度退化论的既有诊断。当我们⾯对⼀个正在⾛向衰败的制度时，通常的做法是诊断其“弱点
何在”——哪⾥被外部冲击打穿了，哪⾥被内部僵化卡死了——然后提出修复⽅案。伦理⾃噬的视⻆给出了⼀个更不安的诊断：在很多时
候，所谓“弱点”并⾮故障，⽽是制度正常运⾏的另⼀⾯。衰败不需要来⾃外部冲击或内部僵化，它是制度在正常维⽣过程中积累的结构
性副产物。这意味着某些针对衰败的“修复”——增强规则密度、细化考核指标、强化合规管理——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解决⽅案的
名义下推进问题。这不是在说任何改⾰都不可取，⽽是在说改⾰的⽅向必须审慎于识别：哪些动作是在收编残余担保从⽽加速噬⽣，哪些
动作是在保护残余担保不被收编从⽽延缓噬⽣。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逻辑。
最后，将本⽂机制与最主要的竞争解释——“规则过载论”——做⼀简要对⽐，以锁定本⽂的真值条件。规则过载论预测制度衰败与

规则总量正相关，衰败是渐进的、量变的、由认知超载驱动的；伦理⾃噬论预测制度衰败与收编异质担保的强度正相关（在控制总量
后），衰败可突变（当最后⼀层残余担保被收编时）、是质变的、由伦理资源被歼灭驱动的。两个机制并⾮完全互斥——⼀个制度可以同
时⾯临规则过载和伦理⾃噬——但它们指向不同的⼲预⽅向。如果规则过载论为真，⼲预应在“精简规则总量”上着⼒；如果伦理⾃噬论
为真，⼲预应在“改变收编⽅式、保护异质残余免遭指标化”上着⼒。下⽂结论部分将给出区分这两者的具体检验设计。

6	结论

6.1	核⼼发现的简明陈述
本⽂的核⼼发现可以⽤⼀句话凝缩为⼀个可被引⽤的命题：制度为维持⾃⾝伦理效⼒⽽采取的标准管理动作（合规收编），恰好会激

活并反转制度⾃⾝依赖的伦理⼯具（愧疚⾃检），从⽽使每⼀次制度⾃我完善都加速了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我们称之为“伦理⾃噬”。
这⼀命题包含三个⼦机制，分别揭⽰了反噬的触发条件、靶⼼位置与不可逆性逻辑。第⼀，禁⽌性命令通过将“何以为善”的判断权

交还给主体，激活了主体的愧疚⾃检⼯具，⽽这⼀⼯具的⽅向可以被反转为对制度⾃⾝的审视。第⼆，制度为稳定执⾏链⽽对裁决者个⼈
担保进⾏的“合规收编”，实质性杀死了担保——因为担保的核⼼属性（不可制度化）使其⽆法在被指标化后仍然存活。第三，制度在演
化中为保护执⾏者⽽豁免其个⼈担保，创造了⾼效可持续的执⾏系统，但同时抽空了执⾏者在规则⽂本失效的临界时刻所必需的“我⾃⾝
作为担保”的伦理资源。这⼀套伦理⾃噬机制在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五个领域中均有结构同构现象，构成跨场景可迁
移的初步证据。

6.2	理论贡献
本⽂对既有研究的具体修正和推进呈现在三个层⾯。
对法哲学权威悖论讨论的推进。	既有研究将法律权威的脆弱性主要定位于“强制与接受的张⼒”这⼀外部悖论。本⽂补充了⼀个内部

悖论：制度⽤以维持效⼒的⼯具（愧疚⾃检）本⾝也可能成为拆解效⼒的扳机。这意味著权威的脆弱性不仅源于“外部⼈是否接受”，更
源于制度⾃⾝如何处理其⽆法内⽣、却⼜赖以维⽣的异质伦理资源。此外，本⽂通过切⼊“命令形态”这⼀被既有法哲学忽视的分析维
度，将“禁⽌与强迫的制度伦理后果”从中抽离为⼀个独⽴的评价轴——不依赖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取决于命令形态的预设结构对主体
响应模式的形构效果。
对道德⼼理学愧疚功能研究的延伸。	既有研究将愧疚的社会功能限定在“促进个体遵守规范”的内部维度。本⽂识别出愧疚的“外部

功能”——将道德审视的能⼒从“审视⾃⾝是否够好”迁移⾄“审视那套让我觉得⾃⼰永远不够好的制度⾃⾝是否够好”。这不是⼀个与
既有研究相⽭盾的发现，⽽是⼀个扩展⽅向：愧疚的社会功能不仅包括保守性的约束违规，也包括变⾰性的反向检测。
对组织社会学制度退化论的补建。	既有退化理论诉诸路径依赖（选择空间收窄）、规则过载（规则总量超限）和外部冲击（外⽣变量

介⼊）。本⽂提出了⼀条新的内⽣退化路径——不是量变⽽是质变：制度正常的维⽣动作本⾝，在作⽤于某些特定类型的资源（不可制度
化的残余担保）时，会同时产⽣维⽣和蚀⽣两种效果。这条路径补充了既有退化论⽆法解释的⼀种经验形态——制度在“主动完善⾃⾝”
过程中衰败。

6.3	实践与政策含义
将本⽂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指导，可以得到三条具体建议。
第⼀，在司法制度建设中，区分“保护裁量权”与“收紧裁量权”两种改⾰逻辑。	当改⾰以“细化裁量标准考核”的⽅式收紧裁量权

时，它实质在做的是担保的合规收编——将法官的个⼈判断从活的伦理担保转化为死的合规标签。这种改⾰在短期内确实可以降低裁量偏
差、提升“同案同判”的统计指标，但⻓期代价是法官群体伦理判断⼒的空⼼化。⼀种替代⽅向是“保护裁量权”：不试图将裁量标准完
全化约为可考核指标，⽽是为法官在特定边界内做出的不可被事先指标化的判断提供制度性保护——让“我以我⾃⾝担保这个判断”仍然



是⼀个可操作的伦理动作，⽽不⽴刻被合规管理消解。
第⼆，在教师评价改⾰中，设置“不可指标化的伦理保护区”。	教师育⼈热忱的本质不是⼀种可被分解为指标序列的技能（“关⼼学

⽣”⽆法被善意量化成“每⽉谈⼼次数”），⽽是⼀种由教师个⼈向学⽣发出的、包含⾝位担保的回应。将这项热忱指标化——例如将其
细化为“育⼈⽇志填写完整度”和“学⽣满意度评分”——所实现的管理收益（可考核、可⽐较）是以消灭收编物为代价换来的。⼀种折
中策略是：在评价体系中识别并明确划定⼀块“不允许指标化”的保留地，将教师的部分重要判断⾏为（如对特定学⽣困境的⾃主回应）
从考核体系中豁免出来。这不是对教师免于问责，⽽是承认某些核⼼伦理资源⽆法被收编⽽不死。
第三，在组织管理中，对“合规伦理竞赛”保持警觉并设⽴反向信号。	当企业将员⼯职业荣誉感指标化并在组织内部建⽴横向⽐较机

制时，它同时在做两件事：表⾯上是“激励荣誉”，实际上是把荣誉从⾃发的职业伦理理解变为外部强制的合规负担。由于被指标化的荣
誉不再能承载“我⾃⼰以此为荣”的⾃主意义，员⼯在履⾏这些指标时会产⽣“道德正确疲劳”——⼀种“我知道我所做的只是在⽂化表
演上得分但我已经懒得区分它与真荣誉”的状态。组织管理可以在设⽴量化指标的同时，引⼊反向信号机制：定期追踪“员⼯对指标本⾝
是否产⽣嘲讽情绪”或“指标博弈⾏为是否普遍化”，视之为管理体系进⼊⾃噬阶段的早期预警。

6.4	研究局限的诚实⾃陈
本⽂存在四个主要局限。
第⼀，经验实证的阶段局限性。	本⽂的论证处于理论建构阶段，三个核⼼命题主要以概念分析和说明性案例⽀撑，尚未通过系统的经

验研究加以检验。可证伪条件的设计给出了理论⾃⼰指定的“翻⻋条件”，但该设计本⾝尚未被执⾏——这是承诺⽽⾮完成。
第⼆，跨学科同构案例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	 5.5节给出的五个学科的结构同构案例，是作者基于⽂本资料建构的理想型抽象，其选

取可能有“寻找⽀持性案例⽽忽略反例”的偏差。⼀个本⽂未能处理的潜在反例是：某些⾼度制度化的系统（如现代⾦融监管体系）同样
经历了深度的“个⼈判断合规收编”，但似乎并未出现明显的逆向愧疚爆破。这⼀现象的合理解释可能是⾦融监管的对象（机构⽽⾮个
体）本⾝不具备愧疚⾃检⼯具，但这也意味着本⽂机制的适⽤范围在“被约束主体的类型”维度上存在尚未划清的边界。
第三，⽂化边界的未充分处理。	本⽂对愧疚机制的讨论，主要基于西⽅道德⼼理学和中国法律与教育制度的说明性案例，未系统地处

理不同⽂化中道德情感（愧疚与羞耻的不同权重）和命令形态合法性基础的差异。在愧疚⽂化较弱的社会中，禁⽌性命令是否仍然能有效
激活愧疚⾃检⼯具，并使其具备逆向爆破的潜能，是需要⽂化⽐较研究来处理的问题。
第四，⼲预含义的⼯程性有限。	本⽂虽然给出了三条实践建议，但尚未细化到可被⼀线管理者直接操作的程度。例如，“设置不可指

标化的伦理保护区”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化、如何防⽌“被保护的区域”在下⼀轮改⾰中再次被收编，这些是需要进⼀步⼯程化研究的问
题。

6.5	未来研究⽅向
基于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局限，以下三个⽅向可作为具体的后续研究纲领。
⽅向⼀：司法体系中的担保制度化密度⽐较研究。	 按照第6.6节（⻅下）的检验设计，选取同⼀法律体系内多个层级的法院（控住审

级、案件类型结构、法官年均负荷等变量），测量各⾃的“担保制度化密度”（近五年旨在细化裁量权考核的内部规范性⽂件项数），并
将其与“逆向愧疚爆破发⽣率”（以程序不当为由上诉且⼆审⽀持的案件占⽐）进⾏回归分析，控制规则总量密度。这项研究可以直接检
验伦理⾃噬机制的独⽴性，并提供第⼀⼿的制度⼲预证据。
⽅向⼆：教育系统内“不可指标化保护区”的实验设计。	选取⼀批同质化程度较⾼的学校，随机分配于两组：实验组在教师评价体系

中明确划出部分重要判断⾏为（如对特殊困境学⽣的⾃主回应）为“不计⼊考核指标的范围”，控制组保持全部⾏为的指标化考核。追踪
两组教师在后续两年内的“道德正确疲劳”⾃我报告⽔平、“实质教学投⼊”（学⽣深度访谈评定）和逆向⾏为（投诉制度、抵触考核
等）的发⽣率。这项研究可以检验“停⽌收编是否能部分恢复被蚀资源”这⼀对伦理⾃噬论⾄关重要的推论。
⽅向三：不同命令形态制度演化路径的历史⽐较研究。	选取法律传统中存在命令形态差异的体系（如偏重禁⽌性命令的普通法体系与

偏重强制性期待型命令的部分⼤陆法体系），⻓时段追溯两者在“担保制度化”的演化速度和“执⾏者伦理判断⼒空⼼化”的症状出现的
时点，⽐较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这⼀研究可以检验命题1关于“命令形态预设了不同伦理主体响应模式”的推论，并观察命题3关于对称
性断裂不可逆程度的⽂化变异。

6.6	可证伪性检验：排除规则过载论的⼀个研究设计
作为本⽂最硬的学术分量，本章节完整给出⼀个可操作的机制证伪设计，允许后续研究者实证地区分“伦理⾃噬”与“规则过载”这



两种竞争解释。
（⼀）本理论⾯对的最强竞争解释：规则过载论。	 规则过载论的承重变量是“规则密度”——制度⽂本的总量与复杂性。它的底线预

测是：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后，制度衰败（伦理空洞化、执⾏⾛样、合法性流失）与规则密度正相关。规则过载论对本⽂所讨论的“逆
向愧疚爆破”的解释是：这是⼀种认知过载的产物——被约束主体因为规则太多、太复杂⽽增加了对制度不满的概率，并⾮因为收编担保
这⼀特定动作激发了独⽴的因果关系。因此，规则过载论预测“逆向愧疚爆破”与“规则总量”相关，⽽与“担保制度化密度”在控制了
规则总量后⽆独⽴相关。
（⼆）研究设计。	 样本选取：同⼀法律体系下的N≥12个地级市中级法院，要求样本在“担保制度化密度”上有⾃然变异（即某些法

院近五年出台了⼤量细化裁量权考核的内部⽂件，另⼀些法院则相对保持裁量空间的开放性），同时控制审级、法律⽂本总量、社会经济
⽔平等变量。⾃变量操作化：“担保制度化密度”=	 该院近五年出台的、旨在细化法院裁量权并将个⼈判断纳⼊标准化考核的内部规范性
⽂件项数（按相同编码标准由两名独⽴评判⼈计数，信度需达κ≥0.85）。因变量操作化：“逆向愧疚爆破发⽣率”=	 该院在同期内，以
“程序不当”或“裁量标准不统⼀”为由被提起上诉、且⼆审因同样理由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占该院同期总案件的⽐例（控制案件本⾝
的复杂度，如排除简易程序案件）。控制变量：法官年均案件负荷、法院信息化建设程度、辖区律师密度、案件类型结构（刑/⺠/⾏⽐
例）、规则总量密度（每万字的制度⽂本条数）。研究假设：伦理⾃噬论预测，在控制了规则总量密度和其他控制变量后，“担保制度化
密度”与“逆向愧疚爆破发⽣率”之间存在正相关；规则过载论预测，两者之间在控制了规则总量后不存在独⽴相关关系，因变量的变异
应全部被规则总量解释。
（三）何种结果会推翻本理论。	 如果上述研究发现“担保制度化密度”与“逆向愧疚爆破发⽣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

α=0.05⽔平），则伦理⾃噬论对司法领域这⼀机制的独⽴性主张为伪。这⼀结果意味着制度的伦理空洞化应全部归因于规则总量负担，⽽
⾮制度对担保的收编动作——⼲预⽅向应从“审慎收编”转向“精简规则总量”。如果结果是正相关，则伦理⾃噬论获得初步的经验⽀撑
——制度的衰败在⼀定程度上独⽴于规则总量，⽽取决于制度如何处理那些⽆法被它⾃⾝⽣产的异质伦理资源。两者的差异不仅在理论层
⾯有实质意义，在实践层⾯也指向截然不同的改⾰路径：前者要求“做减法”，后者要求“改变收编⽅式”。
这⼀设计有⼀处必须被预先承认的弱点：因变量「逆向愧疚爆破发⽣率」以⼆审改判或发回的⽐例来操作化，⽽这⼀⽐例同时受审级

关系、上诉率、律师策略、辖区上诉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与「主体⽤制度⾃⼰的伦理标准攻击制度」这⼀构念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换
⾔之，即便相关性被观测到，它也可能是别的东西造成的。为收窄这⼀距离，检验设计应同时纳⼊两项更贴近构念的辅助指标：其⼀，裁
判⽂书说理部分中出现「虽合规范但……」「本院注意到……然现⾏标准」这类执⾏者⾃⼰标记出制度与⾃⾝伦理判断之间落差的表述的
频次（可由独⽴编码员按统⼀⼿册计数）；其⼆，法官在匿名执业调查中对「我曾按规定作出过⼀个我⾃⼰并不认同的裁判」⼀题的肯定
率。三项指标若同向变动，构念效度才算被初步⽀撑；若只有⼆审改判率单独变动⽽两项辅助指标不动，则该相关很可能来⾃审级因素⽽
⾮本⽂机制，此时本⽂应当承认该检验未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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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打磨说明
改动已就地落在正⽂，此处逐条说明落点与理由。

本篇改了两处。其⼀关乎不可还原性：本⽂的核⼼属性「担保不可制度化」与两个极近的既有概念⾼度重合，原稿⼀处未提，



命题会被合理地当作它们的重新包装。第三节因此补⼊正⾯切割。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两者的不可编码性来源不同——默会知识之
所以说不出，障碍是表达上的（载体是⻓期练习的⾝体技能）；担保之所以不能被写进制度，不是因为难以描述（「我为这个判断
承担后果」⾮常好写），⽽是因为⼀旦写成必须履⾏的条款，承担后果就从裁决者⾃⼰决定的动作变成了被指派的动作，障碍是性
质上的。默会知识被写下来只是损失精度，担保被写下来则改变种类。与古德哈特定律：该定律描述的是被测量者的策略性反应，
⽽本⽂所论的收编不需要任何⼈做出策略性反应就已经完成——即便所有法官完全真诚，「我以我⾃⾝担保这个判断」在被写进考核
维度的那⼀刻也已变成「我完成了⼀项合规判断」，性质转换发⽣在指标设⽴的瞬间，⽽⾮被测量者开始博弈之后。其⼆关乎检验
设计的构念效度：原稿把因变量操作化为⼆审改判或发回的⽐例，⽽这⼀⽐例同时受审级关系、上诉率、律师策略等多重因素影
响，与「主体⽤制度⾃⼰的伦理标准攻击制度」这⼀构念距离甚远。已补⼊两项更贴近构念的辅助指标——裁判⽂书说理中「虽合规
范但……」这类执⾏者⾃我标记落差的表述频次，以及匿名执业调查中「我曾按规定作出过⼀个我⾃⼰并不认同的裁判」的肯定率
——并明⾔三项若不同向变动，本⽂应当承认该检验未能⽀持⾃⾝。另删去正⽂从未引⽤的⼗四条⽂献与利益冲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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